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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前的开学季趣事——陈独秀倡举废讲义，最终废了个寂寞？
蔡元培拟订“八戒”条

例 发起“进德会”

话说 1916 年底，蔡元

培 出 任 北 京 大 学 校 长

（1917 年 1 月正式履职）以

来，力主“思想自由，兼容

并包”的办学方针，在校内

学科与学术建设上，其“破

旧立新”之举可谓层出不

穷、不遗余力。首先是推举

《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

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

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

派”人物，大力支持新文化

运动，“德先生”与“赛先

生”也随之被请进了校园，

校风学风顿时为之焕然一

新。

再者，在蔡元培的影

响与授意之下，北大校方

还相当重视在哲学、美学、

艺术等人文修养方面对学

生的熏陶与培养，不但曾

邀梁漱溟讲授印度哲学，

还请吴梅讲授古典戏曲，

又聘请陈师曾、徐悲鸿等

出任画法研究会导师。诸

此种种广纳贤才、革新教

学之举，不但对学生个体

成长起到了多元多维度的

助益，更对当时整个社会

民众的教育意识产生了深

远影响。

除此之外，蔡元培还

相当注重德育，将北大师

生的人格品质、道德操守，

视作校风学风之基础，也

因之将德育视作智育、美

育之先导，始终予以高度

关注。1918年1月19日，蔡

氏在刚创办不久的《北京

大学日刊》第 50 号上撰发

《北京大学之进德会》一

文，从“公德”与“私德”的

辨析着眼，以“私德不立，

公德何在”为原则加以号

召，又以“私德不修，祸及

社会”为告诫加以劝勉，号

召广大师生以身作则、从

自己做起，立身修德，既追

求个人道德人生观的进

步，又推进整个社会道德

价值观的进步。

基于此公开号召与劝

勉，蔡氏决定要在北大校

内发起“进德会”这一组

织，并制定了申请入会的

相关条例。这些条例归结

起来可以简括为“八戒”，

即八个方面的败德恶习之

“戒除”。

时 至 1918 年 5 月 18

日，北大“进德会”会员已

达468人，决于5月28日在

当时的“文科第一教室”开

成立大会。9月20日，在这

里又举行北大1918年度秋

季开学典礼。

次日，《北京大学日

刊》第209号刊发了蔡校长

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开

场白那一句“大学为纯粹

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

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

视为贩卖知识之所”，约略

了解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思想史的后世读者，都不

会感到陌生。不但不会感

到陌生，还简直可以称之

为当年阐发大学宗旨的经

典名句之一，至今仍为世

人传诵。

蔡元培致辞之末，称

“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

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

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

理两科之计划，望诸生亦

心知其意，毋涉守己守残

之习也”，这乃是预告一项

更有着深远影响的革新举

措。这项举措，特意为打破

“专己守残”之学科学术壁

垒而施行，即破除文理科

区分，合并文理科。此举确

于 1920 年得以践行，此次

开学典礼所在场地“文科

第一教室”，也因之改称为

“第一院”了。

“废讲义”曾广征意

见 诸教员见解各异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

培致辞完毕之后，紧随其

后的致辞者乃是当时正叱

咤风云于文教界、新文化

运动的代表人物、时任北

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据

《北京大学日刊》第 209 号

上的报道，陈独秀当时谈

及：

次陈学长演说，大意

谓：大学学生之目的，可别

为三类：（一）研究学理；

（二）备毕业后应用；（三）

得毕业证书，向第三目的

者，必不多。向第二目的

者，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

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

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既

有此研究学理之目的，不

可不有方法。方法有三：一

曰，注重外国语。以最新学

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

外国专门学术之书，用华

文译出者甚少，故也。二

曰，废讲义。以讲义本不足

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

义，或且惰于听讲也。三

曰，多购参考书。校中拟由

教员指定各种参考书之册

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

作报告。学校无多许经费，

以购同样之书数十种，故

望学者能节不急之费以购

参考书也。

陈独秀此番致辞，与

后世读者对其思想旨趣及

讲演风格的一贯印象，是

有着较大差异的。陈氏致

辞，完全从青年学生的学

习主旨与方法着想，并没

有一贯的批判现实与激进

号召之语，虽仍有明确的

劝诫之意，可随之提出的

学习方法之类，还是更倾

向于学业本身，且相当实

际的。

不过，也应当看到，陈

氏致辞中提出的三大学习

方法中，竟有一项为“废讲

义”，这实在有些令人费

解。须知，北大内部流通的

讲义本，实为教员的授课

纲要，校内有专门的出版

部（组）印制发售。教员编

撰、校方印售、学生购置、

课堂使用讲义，这在当年

的大学生活中乃是惯常流

程，并未见得是什么必须

革除不可的极大弊端。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

国学名家朱希祖认为，其

所讲授的《中国上古文学

史》《中国文学史》仍需用

讲义，须待明年（1919 年）

修订完毕，待成书付印之

后，方可废止。这样的意见

表达，无异于是希望维持

现状，并不赞同径直“废讲

义”之举。

与此同时，表示完全

赞成“废讲义”的也不乏其

人。著名学者、心理学家陈

大齐就明确表示“极为赞

成”，“如能本科一律改用

口授，齐所任功课自当停

发讲义”。陈氏发表此番意

见十个月之后，1918 年 10

月，其著《心理学大纲》由

商务印书馆出版，乃是中

国第一部大学心理学教科

书。

与陈大齐的意见相

仿，关于“废讲义”的预计

时间也一致的，还有著名

学者、文学家周作人。周氏

明言，“中文第一年级用之

《欧洲文学史》，大约下学

期末可以编了”，“第三年

级则本学年讲了，唯现讲

十九世纪，两学期以后则

须三学期，故虽讲了，尚须

增订大约八月中方可成

也”。也是在1918年10月，

其著《欧洲文学史》即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与其

兄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

之后“求新声于异邦”的重

要成果，也是中国第一部

较为系统的、用于大学授

课的欧洲文学史教材。

可以说，陈大齐与周

作人的北大讲义，付诸出

版的计划本就及时妥当，

恰与陈独秀“废讲义”的思

路不谋而合，算得顺势而

为、正当其时。也正因为如

此，正当陈独秀在 1918 年

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话

音刚落，这两部北大讲义就

作为当年商务印书馆专列

的“北京大学丛书”之一分

子迅即付印出版，成为了北

大文科早期的正式教科书

之“样板”，二人遂亦成为

响应“废讲义”的先行者。

钱 玄 同 无 法 苟 同

“废讲义”岂可武断

若依常理揣测，作为

《新青年》同仁的陈、周二

人对陈独秀“废讲义”之

举，既然均公开表示赞同

且以实际行动达成，那么，

一贯活跃异常的新文化健

将之一的钱玄同，对此革

新之举理当表示激赞之

意，然而，事实却并非如

此。

同为文科教员的钱玄

同，发表对“废讲义”的个

人意见，较之陈、周等人的

意见刊发还稍晚了两天。

其刊发的篇幅，却数倍于

诸同仁，显系深思熟虑、冷

静权衡之详尽表达；且其

对“废讲义”表示无法苟

同，并逐一列举其授课实

际情况，来表达在教学中

不可断然“废讲义”的基本

立场。

原来，因为钱玄同讲

授的乃是“古代声韵学”课

程，这一课程从其自身的

学术研究到教授学生两个

层面上，都有着不同于其

他文科课程的特殊性。为

此，钱玄同首先解释并声

明称：

“弟所授之文字学既

无教科书，又无简要适当

之参考书，此科又为学生

未入大学以前所不习，若

专用口讲，学生必致茫然，

不解所谓。故油印讲义在

本年暑假以前，只能照旧

印发。”

不 但 需 要“ 照 旧 印

发”，钱氏还提到要“着手

重编”，理由是：

“惟弟之讲义均係民

国四五年间所编，当时本

属草创，兼之随编随教，体

例内容之纰缪，繁简详略

之失宜，触处皆是。现方着

手重编，须至本年五六月

间方可告竣，此重编之本，

即当付诸排印。”

至于这讲义“重编之

本”，还分为三个编次，即

“声韵”“形体”“训诂”三

编，每个编次又对应不同

的年级加以讲授。如此一

来，莫说此讲义“重编之

本”要付诸出版还遥不可

期，即便将来能够出版，也

还不如就各年级对应各编

次的讲义本“随编随教”来

得方便，也更切合教学实

际。

此外，同为《新青年》

骨干，亦为新文化运动代

表人物之一的胡适，对“废

讲义”之举也未置一辞，无

从知晓其确切意见。不过，

胡适于 1919 年 2 月，略晚

于陈大齐、周作人，也将其

课程讲义付诸出版，即是

日后令其“暴得大名”的，

之后 13 年间多达 15 次再

版的（此间尚有另外两种

改版新印者）那一部著名

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

上）》。至此，但凡选修胡适

所授“中国哲学史”课程

者，皆可至校内出版组经

售处或校外各大书店书铺

购置此正式出版物，充作

教材，课堂上确已无需再

有讲义本存在。

殊不知，此举看似对

“废讲义”之议的间接赞同

与响应，实则在讲授《中国

哲学史大纲（卷中）》部分

时，胡适仍不得不“随讲随

编”，仍以讲义本的形式分

发给在课诸生。1919 年、

1920年两年间，胡适的《中

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授

课内容，之后也再未出版，

至今仍只见载于当年的讲

义本中。当然，这一讲义本

的印量还是得到了严格控

制，符合陈独秀先前倡导

的“减发讲义”之原则，可

以只曾印制过数十部而已

——百年后几无存世，近

百年来，外界几乎完全不

知其存在。

言归正题，上述种种

迹象都在表明，当年陈独

秀所倡举的北大“废讲义”

之革新，最终确实未能全

盘实现。为力争 1918 年暑

假期间北大内部能基本

“废讲义”，1918年上半年，

由陈独秀以北大文科学长

身份发布了两份校内布告

（公 函）。三 天 后（3 月 4

日），蔡元培的一纸“校长

布告”也赫然刊发，再次强

调称，“顷学长会议议决，

暑假后全校各种讲义一律

停发”，这无异于为北大

“废讲义”之举再次鸣锣开

道、助推添力。

然而，事情进展并没

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两个

月后，陈独秀还未收齐其

布告中所言的“诸君所编

成之全书或一部分”，5 月

13 日，陈氏又撰发了一篇

催交讲义“定本”的公函。

直至四个月后，在 9 月 20

日的北大秋季开学典礼之

上，陈氏致辞中再次提到

“废讲义”之说，恐怕已是

此中实情不足为外人道的

自说自话了。

无可否认的是，无论

是锐意革新、只争朝夕的

陈氏及其追随者，还是那

些虽未必公然反对、却又

实在无法苟同的以钱玄同

为代表的诸多教员，在这

一场“废讲义”的教学改革

中，都已然经历了一场现

代教育与国情实际之间的

博弈及焠炼。其中况味，百

年前的当事人自是各有体

味；而对于百年后的如我

辈读者而言，更是耐人寻

味。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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